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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14
唐仕春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2014 年度，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亦有突破理论、视角瓶颈的反思与探索。电子资料的海量增加，

统计、调查资料的涌现，社会史研究中引入大数据分析与研究模式值得期待。市政建设、城市空间、城市建筑等方面研究

成果比较突出。社会治理受到关注。近代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和互动，生活方式变迁取得新进展。社会结构、社
会治理、慈善、灾荒史等领域需要拓展研究视角。医疗、卫生、环境史以及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实证研

究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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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内外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延续近

年来兴旺发展势头，取得一批新成果，出现了一些较受

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社会史理论与方法

20 世纪最后三十年，国际史学界兴起了公众史学，

也存在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向。近年来，中国学术

界对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理论探讨

逐渐增多，这些理论探讨多从域外着眼，有的缘起于社

会史研究，有的直接关系到社会史研究。2014 年度的

特色之处在于，有些学者从本土资源探索社会文化史

理论取得了可喜进展。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

对于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

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与

俗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礼俗整合的后果使

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

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

文化史的特色［1］。梁景和认为，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

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客观生活质量主要指社会生活

条件的实际状况，而主观生活质量指的是生活满意度

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研究方法，在

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2］。
计量史学在世界史学潮流中曾盛极一时，而今，时

过境迁，风光不再。旧理论、旧方法、旧领域虽不在潮

头浪尖，却往往不能退出历史研究的舞台。近年随着

新史料尤其电子资料的大量涌现，运用计量方法针对

中国问题，尤其是社会史问题展开研究具备了越来越

大的可能性。梁晨、李中清以学籍卡材料为中心讨论

了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他们指出，学籍卡似的

格式化、系统性历史文献成为构建大型计量历史数据

库的重要资源; 这些计量历史数据库往往能向学者展

现出依靠传统文献分析方法难以显现的“新史实”; 这

些“新史实”不仅对填补或纠正过往的历史认知颇有裨

益，甚至还能有效地推动学术理论的演进与革新［3］。

二、家族、群体与社团

对社会结构的研究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多的家族、
群体、社团个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研究取向或者探

讨群体与团体内部结构及变迁，或者将其放入诸如国

家与社会之类的解释框架中予以分析。池子华指出，

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在“长三角”地区的近代打

工妹求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工单位根据职业

的性质寻求打工妹的“职求”路径，同样不能小视［4］。
高纲博文《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讨论了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上海事

变”与日本居留民、日中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问题”
等，试图阐明日本人在上海的具体活动及其意识状态。

国家与社会框架往往衍生出群体、团体与地方社

会、各级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互动。许冠亭的

研究表明，社团与国民党党部之间存在张力。1934 年，

苏州光裕社与男女说书会因苏州弹词男女拼档演出形

式引发冲突。冲突双方没有诉诸司法机构，而是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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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呈请裁决。许冠亭指出，中央党部

的终裁允许社团分立、禁止男女拼档，但社团迅速分立

而男女拼档却有禁无止; 后来男女拼档成为主要演出

形式，社团复归统一，竟与终裁方案完全相反［5］。何友

良则指出了苏区社团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和谐关系，即

苏区政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

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

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

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

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6］。彭南生注意到了 1921
年上海商界总联合会分裂原因的复杂性。他认为，政

见的分歧是双方对立的基本原因，权力争夺是彼此角

力的关键因素，商界内部的派系矛盾则是新、旧两总会

摊牌的重要推手，在政争、权争与派系之争的背后，既

掺杂着宁波帮与非宁波帮之间复杂的地缘因素，也存

在着内部制度设计不合理、商联会成员社会成分复杂

等组织缺陷［7］。
性别视角是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

分析角度，最早由西方引入，后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
本年度一些论著从性别的视角呈现了近代中国社会中

女性的某些面相。
有学者分析了战争、政治、司法中的女性。陈雁

《性别与战争: 上海 1932—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从性别角度重新审视中日战争对于中

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国女性的影响，试图呈现出当时上

海妇女对于战争的体验、记忆，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和

话语的感受。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 近代中国的

妇女参政》(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认为，近

代中国女性精英倡导的妇女参政运动，创造了一个新

的空间，使得男性和女性道德的性别规范在这一空间

急剧转型。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 论中国妇女解放》
(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一书，揭示出中国妇女解放过

程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主要讨论了国家理论中的性

别、女性解放的道德与政治冲突、革命政治与性别伦

理、性别平等与政治正当性、自由的性别实践等问题。
杨兴梅指出，中共的反缠足运动既延续了自晚清以来

的政治化思路，又不断根据新形势赋予缠足各种内

涵［8］。杜正贞从龙泉司法档案的供词、笔录中观察到

女性自己站在了公堂法庭之上，直接面对知县、法官以

及对方，并发声说话，同时她又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

供词和笔录如实记录了女性当事人真实的语言及诉

求，专业化的司法程序、法律语言，使男权以微妙的形

式继续潜藏于诉讼过程中［9］。
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中的女性也引起了学者的关

注。小田讨论了江南乡村女巫的近代境遇，认为这一

境遇有两个层面: 一是不断遭遇政权的取缔又屡禁不

止; 二是得到了普通民众的积极崇奉。这种矛盾的境

遇源自传统小世界和文明大世界的个别逻辑［10］。秦方

则以晚清出现的新词汇“女界”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

国女性在国家民族话语、男女性别关系和中国传统精

英文化等脉络互动中形成的身份建构与认同［11］。

三、城市与乡村社会

近年来，城市史一直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热门领

域。2014 年度，市政建设、城市空间、城市建筑等方面

研究成果尤为突出。董玥《民国北京城》(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 一书，考察了民国时期北

京的空间变迁、日常物质生活及其文化表述。王煦《旧

都新造: 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建设研究( 1928—1937)》
(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指出，民国迁都以后的北

平市政建设，是在多种社会力量和多元利益群体互动

博弈、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是传统与现代城市元素

既对立矛盾又融合开新的过程。董佳《民国首都南京

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 1927—1937)》( 江苏人民出版

社 2014 年版) 一书梳理了 1927—1937 年南京城市现代

化受政治和权力影响的复杂性。万勇《近代上海都市

之心: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功能与形态演进》( 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则以相关历史地图和历

史图片为基础，分别对公共租界中区的城市功能、住宅

布局、空间形态、道路桥梁、市政水系等空间元素的历

史变迁进行阐述，反映了外滩地区空间形态的来龙去

脉及其缘由。此外，洪煜、刘永广以 1929 年无锡拆城筑

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例探讨了近代地方城市建

设中的困境［12］; 牟振宇运用《申报》资料分析了近代上

海官方、民众、士绅与外国人在风水问题上的冲突与纠

葛［13］，都较有新意。
有关乡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亦颇为引入瞩目。罗

威廉《红雨: 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细致描述了从元朝末

年到抗战初期麻城县经历的种种暴力事件，从地理环

境、政治文化、阶级结构等方面探讨了暴力的社会生

态，其写法既继承年鉴学派探讨长程社会变迁的优良

传统，又借鉴了新文化史注重意义解读和故事讲述的

研究取向，既有对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的精彩论述，又

有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重新检视。张俊峰认为，清至

民国时期山西水利社会中的水权交易行为相当普遍且

类型多样，这不仅是水资源紧缺状态下山西民众智慧

的结晶，也是调解水资源时空配置不均，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的一种特有方式［14］。
近年来，交通社会史，尤其交通对城乡的影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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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显，2014 年度强化了这一趋势。江沛、陈夏琼指出，

京汉铁路通车刺激了漯河运输业、农业产业化和工商

业的快速发展，并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农业与贸易依附

向现代工商业的转型; 带动了漯河城市规模和空间的

持续膨胀，逐步发展成为物资集散地，并奠定了豫中南

地区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15］。任放认为，晚清以降两

湖地区的新式交通工具成为近代工商实业能否持续发

展的制约因素; 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交通工具并未退

出历史舞台，而是与轮船等新式交通相楔合，形成多层

次、多功能的交通格局［16］。吴明罡则分析了近代东北

西部的铁路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17］。

四、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

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控
制力越来越大。2014 年度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此作了较

好诠释。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

为例》( 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一书讨论了一个具有移民

社会特色的地方基层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保

甲制度、啯噜、客长、团正、学董、八省会馆等探讨了民

间社会与国家政权在基层治理上的互动情况。
长期以来，北洋时期历史被建构成为军阀混战、民

不聊生、丧权辱国的黑暗年代。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北

洋时期的历史书写已悄然改变。北洋时期的社会秩序

与社会治理也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唐仕春《北洋时

期的基层司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

从社会史视角探讨了司法独立理念与共和观念，收回

法权运动与政治分立，司法经费与人才，以及诉讼状况

等因素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形成不同的组合模式，推动

或制约司法与行政的分立。该书着力于史事重建，使

言说的界限建立在数量概念之上。
丰箫《权力与制衡: 浙江省嘉兴地区乡镇自治研

究: 1945—1949》(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一书将乡镇自

治研究置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下，而非官治与自治、
绅权与民意的简单对立; 将国家与乡村社会视为两个

互为影响和制约的主体，而不是主动与被动、控制与被

控制绝对对立的关系。邢照华指出，20 世纪前期广州

社会纠纷调控中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纠纷应对中显示出

了一定的互补性，但调解本身仍然呈现出无序化和多

方博弈的特征［18］。朱煜指出，1928—1937 年江苏省民

众教育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颇能

如鱼得水，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官方代理人和民间社会

组织者的双重角色，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已经淤塞的基

层政治轨道［19］。

五、生活、习俗与社会文化

经过二十多年的提倡、摸索，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

史研究成效显著。2014 年度，有些学者继续沿着社会

与文化互动的路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李长莉探

讨了“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转变的关系，即晚清开口

通商后，“洋货”开始大批输入并逐渐流行，引起人们消

费风气的演变，从被国人视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费

风气，到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直至洋货进入日常

生活一般消费品领域，形成实用性消费风气［20］。陈细

晶以上海《立报》为例，分析了 1930 年代商业、战争与

公众阅读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战争危机刺激了公众

的民族主义情绪，《立报》出于政治化阅读和商业利益

的需求，变革了原有的报纸风格［21］。罗检秋则讨论了

家学传衍与乾嘉汉学转变的关系［22］。
近代以来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改革颇受学者

关注。2014 年度，学术界主要讨论了民国春节存废、民
国历史教科书、上海“日光节约”运动，以及唱片等对民

众生活造成的复杂影响。
民国时期社会上围绕过哪个新年、春节存废等问

题产生了广泛争论，最终政府实行了废除春节的政策

并以失败告终。忻平、张坤指出，新年之争客观上传播

了现代文明的要素，推动了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转型。
废除春节政策的失败，启示我们在改造、改良习俗的过

程中应尊重生活的逻辑，采用渐进的方法，尤其要处理

好习俗变迁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23］。
刘超以“清朝史”叙述为中心讨论了民国历史教科

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他指出，民国教科书对

清朝统治持批判态度: 北京政府时期主要从“共和”立

场批判清朝专制统治; 南京政府时期从汉族立场批判

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北京政府时期的“共和”立场与民

初共和政体相关，南京政府时期的汉族立场受国民党

党国体制的影响［24］。
李玉对 1940 年代上海的“日光节约”运动作了探

讨。他认为，此项运动的经济效应虽然并不明显，却不

失行政功用与文化意义; 实际推行过程中，此制给民众

带来的困扰也是明显的，有些行业甚至未蒙其利，实受

其害［25］。
葛涛则梳理了唱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他认

为，唱片改变了人们的听戏方式，对于名角名段名歌的

普及与都市的流行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唱片推

动了各种地方曲艺的传播与交流，丰富了都市居民的

文化生活; 唱片在国语与外语教学领域的使用，对教育

改革有促进意义; 唱片录制的内容被用于法庭的证词，

增加了证词的种类，有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26］。
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新成果。

郁喆隽《神明与市民: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

究》(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年版) 一书，着重分析了城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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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三巡会、浦东赛会与江湾镇东岳庙赛会等典型案例

中的组织、人员、财政状况及其引发的冲突。朱季康

《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

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通过考察近代民

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生存历史及信仰体系，从一

个侧面展示了近代儒、释、道在民间的蓬勃活力及其变

异。路云亭《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 年间

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

书采用“社会表演”理论，分析了义和团的集体性格，阐

释了义和团与红灯照成员的各种社会表演活动，对义

和团戏剧性格的生发原因、义和团与巫术的关系等论

题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读。此外，李俊领探讨了近代

北京的四大门信仰，揭示了四大门信仰及其代理人与

碧霞元君信仰的关系，并提出四大门信仰习俗不是宗

教的看法［27］。徐天基勾勒了 1696—1937 年北京丫髻

山进香的变迁史，旨在用个案形式反思并回应华琛等

人开创的“标准化”议题［28］。康豹则讨论了 1898—
1948 年间中国浙江省和上海地区传统宗教如何蜕变成

现代全球文化之一部分的历程，并借此透视了宗教与

现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29］。

六、医疗、卫生、环境与慈善救济

近年，医疗、卫生和环境史的研究逐渐升温。
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是在晚清至民国

期间。既往研究大多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

的层面。高晞着重由官方角度考察这一过程，认为中

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是卫生政治化的过程［30］。刘希

洋、余新忠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分析了家族的病

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31］。杜丽红指出，清末民

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

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

病防治机制的设立［32］。罗振宇指出，从 1870 年设立兼

职卫生官，到 1898 年专职卫生官和卫生管理机构的出

现，上海工部局的医疗服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仅

关注雇员健康到关注公共医疗的过程，体现出了从“救

己”到“救人”的转变［33］。任吉东、原惠群从中国传统

的粪业经营及观念入手，论述了西方列强在传播近代

公共卫生的过程中对便溺惯习实施的“暴力”化治理和

对传统粪业体系的规范化管理，诠释了卫生普及背后

西方文明的传播方式和路径［34］。
2014 年度《江汉论坛》刊载了一组中国环境史研

究的文章，以介绍研究动态，进行理论探讨为主①。当

前国内环境史研究常常忽视了其中的文化维度。有鉴

于此，余新忠主要从疾病与健康的角度探究了缺失文

化维度的缘由、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内容等问题［35］。相

关实证研究也取得一些成绩。罗晓翔对明清南京内河

水环境及其治理作了考察，他认为，明清时期，随着城

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南京内河水环境不断恶化，秦

淮河河道淤塞与水质污染日趋严重。在南京，其治河

主持机构的行政级别较高，治河经费也相对充裕，只在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曾大量动用民间捐款。由于治理

方式的局限，历次治水工程皆无法取得长效，亦不能遏

止水环境恶化的趋势［36］。
自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有关灾荒史的研

究，逐渐由涓滴发展为一股颇具规模的潮流。而目前

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研究思路和框架的重复。基于

此，《史学月刊》刊发了“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的笔谈，

主旨在对以往研究模式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

力图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以推动其向集约型方

向发展②。
本年度慈善救济研究主要围绕国家与民间之间的

关系而展开。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政权加强了对民间

社会的控制，导致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的疏离、矛盾。
李德英、冯帆以清末四川新津县社济仓为例指出，社仓

经首大多是代替地方政府行使管理仓储的职责，其自

主权力减少。同时，社仓经首与粮户之间、新旧社仓经

首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导致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

纷纷推诿，不愿担任此职。晚清时期新津县国家控制

仓储的能力加强，而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兴趣却

呈现出减弱的趋势［37］。1927 年，盛宣怀子女违背庄规

分析家族愚斋义庄财产引发纠纷，江苏省政府企图乘

机将善产据为己有，但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善产最终

被中央政府收入囊中，义庄随之寿终正寝。王志龙认

为，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自北宋以来政府通过监督保

护实现义庄自主经管和发展的一贯政策，以保护之名

行掌控之实，对义庄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38］。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不仅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也有学者从不同案例探讨民间组织的自我组织和自我

管理。阮清华指出，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

各善会善堂不断整合，形成了一些大型慈善组织，从组

织结构、慈善活动和资金扶持等方面织成了一张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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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江汉论坛》2014 年第5 期濮德培《中国环境史研究现状及趋势》、穆盛博《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势》、谢健《新清史与中国环境史前沿》、韩
昭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研究》、陈颖佳《纵览世界、跨越藩篱: 浅谈耶鲁大学的环境史研究》。

参见《史学月刊》2014 年第4 期余新忠《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研究刍议》、高国荣《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以有关美国大平原农业

开发的相关著述为例》、安特利亚·扬库《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 从20 世纪初的灾赈谈起》、朱浒《食为民天: 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



的社会网络。慈善网络使民间社会发挥出了巨大的自

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39］。清代科举宾兴是一种主要

由民间捐资设立的教育公益基金，它利用田产、银钱、
店房等资产的增值收入，无偿资助本地士子参加各级

科举考试。毛晓阳、金甦指出，清代科举宾兴逐渐形成

了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其内容主

要包括立碑、入志、编纂宾兴专志、刊印宾兴征信录及

宾兴簿册等。这些监督方式与政府立案管理制度一

起，共同构成了清代宾兴社会公益活动的外部监管机

制［40］。

七、问题与反思

本年度社会史研究在上述领域取得的成果推进了

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不过也存在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

并出现一些寻求改进与拓展的路径。
积极拓展新视角。当今社会史研究中运用较多的

有现代化视角，国家与社会视角等。如在国家与社会

视角下，研究对象无论是家族、群体与社团，还是市政

建设，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卫生慈善，研究者常常着眼

于揭示群体、团体、地方精英、民间社会、各级政府、党
派等各种力量之间的权力格局与互动。一些论著的新

意不在于从个案中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增添新的模式，

而在于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既有模式找到了新的个

案、新的注脚。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

拓展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循此发现了历史研究的

新对象，认识了历史的新面相。本年度灾荒史、环境

史、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突破理论、视角瓶颈的反思与探

索，表明一些学者已经不满研究现状，正在拓展新视

角，这将有利于引领社会史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
推进新旧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近年中国学术界对

环境史、医疗卫生、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

域的理论探讨逐渐增多。不过，这些新领域、新视角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正如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近代环境

史研究，引进了西方环境史论述，呼吁加强中国的环境

史研究往往多于实证研究。新视角的学术价值需要通

过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来展示，否则，新视角即便成为

学术界热点，也难以为学术界作出更多更大的真正贡

献。同时，一些并不新的视角与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也需要实证研究。如电子资料的海量增加，统计、调
查资料的涌现，使言说建立在数量概念之上成为可能。
世界史学潮流中不再时髦的量化研究在中国史学中远

远未能穷尽其解释力，社会史研究中还需引入社会科

学化的大数据分析与研究模式。2014 年度无论是围绕

学籍卡材料展开的讨论，还是在基层司法研究中重建

史实的努力，都可以看到沿用传统方法的实证研究的

巨大空间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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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in the Year of 2014
TANG Shi － chun

(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 In 2014 great results were made in the studies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including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reflections on bottleneck and exploration． There were more e － data，statistics and ques-
tionnair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big data analytics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researches of social histo-
ry． Ｒesearches results of urban construction，space and architecture are prominent; social treatments are
cared very much; new developments were made in the field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lite ideas and
popular culture，living style and so on． Social structure，charity，famine history and so on should be re-
searched from more angles． Histories of medical care，environment，public history，new culture and so
on should be deepened further．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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